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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

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

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 接着选取中国 286 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

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
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

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

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

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 进一步建立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

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另

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
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

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增长这一路径发生阻滞

导致。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推动消费升级

上还存在一些结构错配问题。 进一步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对东部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

发现科技经费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当科技经费支出越高时,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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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会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这说明提升科技经

费支出有助于矫正东部地区受阻的路径,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得以畅通。 最后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文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和

实证分析,并对阻滞的路径进行合理的调节,这为政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政策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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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蔓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增长总

体有所放缓,202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3. 9%。 在国内需求与供给不断受到挤压,国际贸

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复杂环境下,中央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扩大消费。 在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的同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可谓日新月异,《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

皮书》显示,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39.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 6%。 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0. 9%。 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 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 9%,比上年

提高 4. 2 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数字经济对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经济概念内涵的研究,主

要从涵盖的范围[1] 、内在逻辑[2] 、规模核算[3] 等方面对数字经济进行阐述;二是对数字经济影响因素

的研究。 多数文献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正向影响;
三是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 主要集中在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4] 、出口贸易[5] 、地区差

异[6] 、全球价值链[7] 、对外直接投资[8]等方面的影响。 至于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有文献指出互联

网技术的应用能提供多样化信息渠道,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9] 。 无疑,数字

经济对消费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这个促进作用的内在机理是怎么样的呢?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下,这个内在机理又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是:第
一,基于国内国际和供需视角,从理论上系统揭示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内在机理。 第二,从产业结构升

级的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并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内部作用机制。 总

体上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增长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但这个中介效应具有地

域差异,在东部地区不显著,中西部地区正向显著。 进一步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不显

著的原因和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检验出科技费用支出对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中

介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这从定量的角度找到了疏通阻滞路径的有效解决办法。

二、作用机理及研究假设

下面主要采用倒推法揭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作用机理。
国内循环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国内循环的基点是扩大内需,但是内需的扩大光靠消费

和投资还不够,消费和投资是从需求端解决问题,那么如何从供给端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当前供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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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的问题呢? 供给端不能无视产业端转型升级的配合以及背后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 产业升级和

创新又靠什么来实现呢?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好可以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 根据上面的

推导,可以归纳总结出数字经济推动消费的深层逻辑: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把产业升级

作为先导,将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力,把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为主导的投资环境作为重要外推力,进而激

活消费升级,从供需两端,消费和投资两侧,多方位推动实现“内循环”的自我强化。 最终,以“内循环”
去重塑“外循环”。 具体的运作机理见图 1。

图 1　 “双循环”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的运作机理

(一)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内在机制

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机制主要表现在:第一,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消费增长。 数字经

济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10] 。 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普惠

金融改变了传统的支付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改变了消费方式
 [11-14] 。 第二,数字经济通

过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促进消费增长。 数字经济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能够把优质商品信息

更高效、更便捷地传递到需求端,同时把市场上的信号和信息更快、更准确地传递到供给侧,从而使企

业更快速地响应消费者需求,助力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从而推动消费增长。 第三,数字经济推进了普惠

性服务的产生和扩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金融服务的范围扩大,使原本不能享受金融服务的消费

者也能平等地实现消费[15] 。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与消费增长呈正向相关。
(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

其一,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其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一是数字经济能够深化产业专业化

分工。 数字经济导致分工日益趋于精细化和精准化,从产业分工到产品分工再到模块分工,分工的程

度日趋深化,进而实现企业效率提升。 二是数字经济能够提升企业间生产协同水平。 数字经济通过网

络手段可以将原本分散生产的实体组织在一起协调一致开展工作,使那些单一实体不能完成或者是不

经济的任务能够得以完成。 三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组织方式创新。 数字革命加速推进纵向一体化组

织的瓦解,促进组织更加趋于扁平化和分散化,企业间网络、平台生态体系开始出现并得到快速发展。
四是数字经济的数据价值化功能直接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是构成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生产要素,它与传统产业广泛融合,发挥乘数倍增效应,从而驱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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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消费增长。 消费更多地意味着需求,产业更多地代表着供给。 产业

升级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一是产业升级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刺激需求:(1)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

品,刺激新需求;(2)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刺激潜在需求;(3)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

本,导致价格下降,刺激需求;(4)开发出新产品,新产品刺激新需求。 二是产业升级内生促进消费升

级。 产业升级能对消费升级产生反哺作用,并以消费升级催生新技术、新产业,进一步促进产业优化升

级。 从产业升级到消费升级再到产业升级,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封闭的环[16] 。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2: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三)科技支出的调节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产生新的供给,特别是服务性供给,有利于提升消费的结构。 但是服务性供给

种类也是多样性的,有比较低层次的交通、餐饮、住宿类服务,也有比较高级的教育、医疗、科技、金融类

服务。 如果政府支出过多投入到低层次的服务方面,那么就容易产生资源浪费,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

者高层次的服务类需求,还有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17-18] 。 所以政府支出应更加集中在教育科技方面,
促使科技支出的调节作用有效发挥:第一,政府扩大科技费用支出,为高层次的服务供给提供有效保

障,有利于消费结构升级。 第二,科技支出增加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增加消费者筛选、吸收先

进网络知识的能力,刺激新的消费需求[19] 。 第三,科技支出增加能使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获得更好

的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收入,推动消费增长。 第四,科技支出增长能够促进创新,而创新能够推动产业

结构升级,提供更多更高级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20-21]
 

。 所以,科技支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发生交互,能
将产业结构升级对扩大消费的正向作用放大,从而使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过程中更好

地发挥中介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科技经费支出越高,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的正向关系就越强,科技经费支出调节产业结构升

级在数字经济影响消费中的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得出数字经济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如图 2 所示。

图 2　 数字经济对消费的作用机理图

三、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为了对假说 H1 和假说 H2 进行验证,本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

advancei,t = c + α1dei,t +Control
i,t

+ εi,t (1)

consumei,t = c + α2dei,t + β1advancei,t +Control
i,t

+ 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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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i,t = c + α3dei,t +Control
i,t

+ εi,t (3)

其中,c 是常数项,consume 表示消费水平,de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advance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

是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中介变量。 Control i,t 代表控制变量, εi,t 是随机误差项。 α2 是数字经济影响

消费水平的净效应,α3 是数字经济影响消费水平的总效应,α1 、β1 代表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影响消

费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i 代表城市,t 代表时间。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为了对假说 H3 进行验证,本文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构建如下可调节的中介

效应模型:

consumei,t = c + χ
1dei,t + χ

2advancei,t + χ
3techi,t × advancei,t +Control

i,t
+ εi,t (4)

其中,tech 表示科技经费支出,tech×advance 表示科技经费支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消费水平(consume)。 这里用各城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 本文结合了两种方法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首先,采用直接法。
就现有文献来看,衡量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数字经济增加值[22] 、数字经济发展指

数[23] 、“互联网+”指数[24] 、生产法测算的数字经济规模[25]等。 本文采用“互联网+”指数对数字经济进

行测度。 其次,采用对比法。 本文建立各城市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具体测算方法:首先从电信业务总

量、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等方面确

定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最后基于指标权重测算出各城市数

字经济最终指标结果。 本文先用“互联网+指数”来表征数字经济,然后用计算得到的数字经济综合指

数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advance)。 本文采用“空间向量夹角法”计算各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来衡

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
4. 调节变量

科技经费支出(tech)。 采用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来衡量。
5. 控制变量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 “双循环”的内涵虽然是以国

内循环为主体,但是不能忽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作用,所以本文考虑从内外部两方面选取控制变

量。 内部因素包括收入水平、投资水平等,分别用人均可支配收入(pincome)、固定资产投资额占 GDP
的比重(invest)来衡量;外部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用外资依存度来衡量(fdi)。

本文选取 2015—2016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所用数据主要来

自腾讯研究院、中国城市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库,部分城市缺失的数据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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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实特征描述

(一)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

采用聚类分析法,按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将 286 个城市划分为 5 个不同层次。 数字经济一线

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它们的数字经济指数均大于 5,在总指数中占比为 30. 38%;数字经济二

线城市是福州、东莞、长沙、西安、苏州、天津、郑州、厦门、南京、成都、杭州、重庆、武汉共 13 市,它们的

数字经济指数均大于 1,占比 19. 33%;数字经济三线城市包括大连、宁波、青岛等 16 市,它们的数字经

济指数均大于 0. 5,占比 11. 10%;南昌、贵阳、洛阳等 47 市构成数字经济四线城市,它们的数字经济指

数均大于 0. 2,占比 14. 80%;其他 206 个城市构成数字经济五线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在 0. 04~0. 2 之间,

占比 24. 42%。 从增长速度看,数字经济五线城市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说明这些城市的后劲比较足。 而

且,增速排名前十名的(鹰潭、舟山、三亚、襄阳、阳泉、朔州、承德、衢州、本溪、丽水)都属于五线城市,增

速排名前 100 名的城市中五线城市有 80 个。 而一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慢,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的排名分别为 59、233、150、179。

图 3　 各城市数字经济与消费增长相关性

(二)数字经济发展与消费水平呈正向相关
 

从图 3 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

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 消费水平排名前 10 位的分别是深圳、

东莞、广州、珠海、北京、南京、上海、佛山、中山、苏州,都属于东

部地区,这些城市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城市。 排名

后 10 位的是来宾、安顺、中卫、崇左、固原、铜仁、定西、毕节、陇

南、昭通,都属于西部地区,这些城市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城市。 但具体看也有一些差异,

例如,北京的数字经济水平排名第 1,而消费水平只排名第 4,上海的消费水平排名更是没有进入前 5

强。 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动消费的作用机理是比较复杂的。

(三)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有正向关系

从图 4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呈正向相关。 从图 5 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

水平呈一定的正向相关关系。 仔细观察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排名前 15 位的城市分为是北京、上海、海

口、乌鲁木齐、广州、呼和浩特、太原、深圳、兰州、厦门、杭州、西安、南京、天津、嘉兴,它们并不都是属于

东部地区,而且他们它们对应的消费水平排名分别为 45、30、34、35、46、68。 为什么产业结构优化指数

比较高的城市没有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这也是后面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图 4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 图 5　 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水平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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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为了减弱内生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一期参与回归,而且数字经济

的发展对消费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所以这样的设置较为科学。 为了弱化异方差的影

响,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首先,本文采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前文的方程(1)—方程(3)进

行估计,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列(1)的简单回归结

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列(2)是数字经济和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

的联合回归,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 1. 299
 

8,且正向显著,说明产业升级能显著促进消费增

长。 列(3)显示数字经济对消费的总效应显著为正。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下面把数字经济衡量指

标由“互联网+指数”变成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列(4)—列(6)。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

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促进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消费的总效

应显著为正。 这些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说明检验结果是稳健的,研究假说 H1 成立。 为了系统

检验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的显著性,本文采用系统 Bootstap 法,抽样次数 1
 

000 次进行估计。 无

论是基准回归结果还是稳健性检验的联合检验结果都显示,产业结构升级(advance)的中介效应都正

向显著,研究假说 H2 成立。
表 1　 全样本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advance consume consume advance consume consume

(1) (2) (3) (4) (5) (6)

C 5. 861
 

0∗∗∗

(0. 085)
-8. 943

 

8∗∗∗

(1. 043
 

8)
-1. 325

 

9∗∗∗

(0. 279
 

7)
5. 840

 

3∗∗∗

(0. 083
 

0)
-7. 839

 

3∗∗∗

(0. 860
 

9)
-1. 605

 

1∗∗∗

(0. 263
 

5)

de 0. 042
 

0∗∗∗

(0. 013)
0. 365

 

8
(0. 252

 

6)
0. 419

 

8∗

(0. 253
 

2)
0. 256

 

1∗∗∗

(0. 067
 

1)
1. 717

 

3∗∗

(0. 777
 

1)
1. 990

 

7∗∗

(0. 771
 

8)

advance 1. 299
 

8∗∗∗

(0. 179
 

3)
1. 067

 

4∗∗∗

(0. 154
 

6)

pincome 0. 261
 

0∗∗∗

(0. 023)
1. 341

 

0∗∗∗

(0. 126
 

9)
1. 679

 

7∗∗∗

(0. 128
 

6)
0. 259

 

5∗∗∗
 

(0. 022
 

7)
1. 438

 

8∗∗∗

(0. 129
 

1)
1. 715

 

8∗∗∗

(0. 123
 

1)

invest 0. 052
 

0
(0. 052

 

0)
-0. 528

 

1∗∗∗

(0. 148
 

8)
-0. 460

 

4∗∗∗

(0. 162
 

4)
0. 037

 

9
(0. 051

 

4)
-0. 515

 

5∗∗∗

(0. 144
 

1)
-0. 475

 

1∗∗∗

(0. 153
 

8)

fdi 0. 001
 

6∗∗

(0. 000
 

7)
0. 003

 

0
 

(0. 003
 

4)
0. 005

 

1
(0. 003

 

7)
0. 001

 

5∗∗

(0. 000
 

7)
0. 001

 

5
(0. 003

 

7)
0. 003

 

1
(0. 003

 

9)

N 286 286 286 286 286 286

R2 0. 505
 

7 0. 808
 

2 0. 782
 

9 0. 532
 

3 0. 814
 

1 0. 797
 

9

中介效应 90%置信
区间 是否显著 中介效应 90%置信

区间 是否显著

advance 0. 054
 

0
(0. 037

 

3)
[0. 027

 

5,
 

0. 124
 

9]
 Yes 0. 027

 

33
(0. 093

 

0)
[0. 138

 

3,
 

0. 4490] Yes

　 　 　 注:1.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2. 括号内的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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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区域的回归结果
 

1. 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分区域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就东部地区来说,列(1)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列(2)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显著促进消费增长。 列

(3)的总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不显著。 进一步利用系统 Bootstap 法,抽样次数 1
 

000 次的中

介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advance)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段

路径的作用机制显著为正,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不显著,这说明产业结构升级

(advance)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增长这一段路径发生阻滞导致的。 为什

么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不能显著促进消费增长呢? 总体上

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推动消费升级上也存在一些结构错配问题:一
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虽然产生了新的高层次供给,但是因为部分消费者的技能水平有限,缺乏筛选、吸
收网络知识的能力,对产业升级提供的优质服务和消费品不能有效接受,从而抑制消费增长。 另一方

面,虽然东部地区有不少高质量的消费需求,但是因为对医疗、健康、教育、金融等方面的高层次服务性

供给的支出配套没有跟上,导致高层次服务供给有限,这就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或者是挤出居民的

消费,很多消费者到国外消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进一步考虑到样本量较小的问题,为了使估计的

结果更加准确,下面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合并为中西部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列(4)—列(6)。
列(4)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列(5)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也能显著促进消

费增长。 列(6)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总效应为正。 进一步利用系统 Bootstap 法,抽样

次数 1
 

000 次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advance)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对于中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确实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消费增长。
表 2　 分区域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东部 中西部

advance consume consume advance consume consume
(1) (2) (3) (4) (5) (6)

C 6. 105
 

1∗∗∗

(0. 095
 

5)
-5. 442

 

5∗

(2. 892
 

5)
-0. 933

 

1∗∗

(0. 375
 

0)
5. 716

 

8∗∗∗
 

(0. 125
 

5)
-8. 822

 

8∗∗∗

(1. 213
 

5)
-1. 136

 

9∗∗∗

(0. 335
 

8)

de 0. 032
 

9∗∗∗

(0. 008
 

7)
0. 250

 

8
(0. 263

 

2)
0. 275

 

1
(0. 257

 

4)
0. 257

 

5∗∗∗

(0. 061
 

6)
0. 710

 

3∗∗

(0. 331
 

0)
1. 056

 

5∗∗∗
 

(0. 358
 

9)

advance 0. 738
 

6
(0. 470

 

7)
1. 344

 

4∗∗∗

(0. 207
 

0)

pincome 0. 204
 

0∗∗∗
 

(0. 023
 

3)
1. 570

 

4∗∗∗

(0. 182
 

7)
1. 721

 

1∗∗∗

(0. 158
 

4)
0. 255

 

4∗∗∗

(0. 042
 

0)
1. 032

 

3∗∗∗

(0. 133
 

1)
1. 375

 

7∗∗∗
 

(0. 162
 

5)

invest -0. 030
 

6
(0. 094

 

9)
-1. 163

 

4∗∗
 

(0. 450
 

4)
-1. 186

 

0∗∗

(0. 466
 

1)
0. 153

 

2∗∗
 

(0. 069
 

2)
-0. 336

 

8∗∗

(0. 130
 

4)
-0. 130

 

8
(0. 139

 

0)

fdi 0. 002
 

8∗∗
 

(0. 001
 

2)
0. 015

 

2
(0. 009

 

8)
0. 017

 

2∗

(0. 009
 

7)
0. 001

 

1
(0. 000

 

8)
-0. 000

 

9
(0. 002

 

3)
0. 000

 

6
(0. 002

 

8)

N 102 102 102 184 184 184

R2 0. 685
 

0 0. 789
 

2 0. 786
 

5 0. 357
 

8 0. 769
 

0 0. 685
 

5

中介效应 90%置信
区间

是否
显著 中介效应 90%置信

区间
是否
显著

advance 0. 024
 

3
(0. 024

 

3)
[-0. 006

 

0
0. 065

 

7] No 0. 346
 

1
(0. 120

 

0)
[0. 208

 

1
0. 569

 

7] Yes

14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面的检验结果,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中介效应不显著是因为

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这一段阻滞造成的,那么下面的主要任务是探讨如何疏通这一段阻滞的路

径。 根据前面的分析,首先,检验科技支出是否调节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 加入科技费用支出

和产业结构升级交互项(advance×tech)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3。 列(2)显示,东部地区 advance×tech 显著

为正,这意味着科技经费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对科技

经费支出处于不同水平时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 对于东部地区,当科技支出处于 0. 441
 

6

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当科技支出处于 2. 264
 

1 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

效应变得显著;当科技支出处于 4. 086
 

5 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效应显著程度进一步提高。 总

体上说,随着科技经费支出水平由低到高,科技经费支出越来越倾向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之间

的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由不显著逐渐变为正向显著,即科技经费支出越高,产业结构升级

与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就越强。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基准回归结果(东部地区)

变量
advance consume

(1) (2)

C 6. 105
 

1∗∗∗(0. 095
 

5) 2. 235
 

4(3. 528
 

0)

de 0. 032
 

9∗∗∗(0. 008
 

7) -0. 113
 

9(0. 156
 

3)

advance -0. 269
 

7
 

(0. 542
 

7)

tech -6. 516
 

8∗∗∗(2. 306
 

0)

advance×tech 1. 015
 

0∗∗∗(0. 342
 

9)

pincome 0. 204
 

0∗∗∗(0. 023
 

3) 0. 943
 

4∗∗∗(0. 228
 

9)

invest -0. 030
 

6(0. 094
 

9) -0. 842
 

9∗∗(0. 360
 

1)

fdi 0. 002
 

8∗∗(0. 001
 

2) 0. 002
 

9(0. 006
 

4)

N 102 102

R2 0. 685
 

0 0. 851
 

8

表 4　 调节变量处于不同水平时的调节效应(东部地区)

东部

tech effect se(HC0) t p LLCI ULCI
 

0. 441
 

6 0. 178
 

5 0. 479
 

6 0. 372
 

1 0. 710
 

6 -0. 618
 

3 0. 975
 

3

2. 264
 

1 2. 028
 

2 0. 670
 

0 3. 027
 

0 0. 003
 

2 0. 915
 

1 3. 141
 

3

4. 086
 

5 3. 877
 

9 1. 203
 

7 3. 221
 

7 0. 001
 

8 1. 878
 

3 5. 877
 

5

　 　 然后,检验东部地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 科技经费支出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

中介存在调节作用的判定系数 Index 为 0. 033
 

4,90%置信区间为[0. 003
 

5,0. 052
 

5],不包括 0,说明科

技经费支出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的中介存在调节作用。 当科技经费支出为 0. 441
 

6 时,数字经济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05
 

9,且不显著;当科技经费支出提高到 2. 264
 

1 时,数字经

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66
 

7,且显著;当科技经费支出提到 4. 086
 

5 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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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的中介效应值为 0. 127
 

6,且显著。 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差异值

(C1)、(C2)、(C3),置信区间不包括 0,表明当科技经费支出越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消费

之间的中介效应会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研究假说 H3 成立。
表 5　 调节效应对于中介效应的仿真检验(东部地区)

东
部

分群 中介
效应

90%置信
区

 

间
是否
显著

差异
检验 差异值 90%置信

区
 

间
是否
显著

0. 441
 

6 0. 005
 

9
(0. 021

 

1)
[-0. 01

 

67,
0. 049

 

6] No (C1) 0. 060
 

9
(0. 033

 

9)
[0. 006

 

4,
0. 095

 

7] Yes

2. 264
 

1 0. 066
 

7
(0. 039

 

9)
[0. 013

 

0,
0. 116

 

2] Yes (C2) 0. 121
 

7
(0. 067

 

7)
[0. 012

 

8,
0. 191

 

4] Yes

4. 086
 

5 0. 127
 

6
(0. 070

 

9)
[0. 023

 

8,
0. 210

 

1] Yes (C3) 0. 060
 

9
 

(0. 033
 

9)
[0. 006

 

4,
0. 095

 

7] Yes

六、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 2015—2016 年中国 286 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数字经济

影响消费增长的理论框架,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影

响消费增长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

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确实能够在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具体的作用机理

是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增长。 进一步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在东部地区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产业

结构升级对消费增长这一路径发生阻滞。 进一步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对东部地区进行检

验,结果证明:科技经费支出能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的关系,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从而有助于矫正受阻的路径,使得东部地区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得以畅通。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推动作用来筑牢内需的根基,加

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一,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尤其是要提升网信技术支撑、人民的数字化能力,减少区域间数字

经济差距,推动数字经济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使数字红利得以最大程度释放。 第二,加强推动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从制度上营造要素自由发展的有利环境,尽快消除妨

碍数字经济发展的堵点;鼓励核心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积极搭建网络化协同合作平台,带动上下游企

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另外,培养数字领域的高端人才,形成能够与数字经济产业链相匹配的

人才链。

其次,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升级是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中介,即数字经济促进

了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推动消费增长。 因此,并不是说“数字经济上去了,消费就能增长”,单纯地发展

数字经济,而产业升级如果跟不上的话,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大。 在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上,本文的主要启示是将传统产业插上“数字”的翅膀,要利用数字技术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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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快企业间的协同发展,不断创新经济组织方式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要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增长过程中的地区差异性。 对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促进

消费增长并不简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支出的交互作用来推动

消费增长,所以必须将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支出有效结合。 一方面,可以通过改革财政科教支出以及

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增加科技经费支出,减少低层次服务供给的资源浪费,增加高层次服务性消费支

出。 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科技支出,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者,因为这些高素质高技能劳动

者往往拥有较强的筛选、吸收网络知识的能力,对创新提供的优质服务和消费品容易接受,而且会获得

更高的收入,从而达到有效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对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比较明

显,所以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促进消费增长中的推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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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firstly 
 

this
 

article
 

uses
 

the
 

backward
 

inference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sides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to
 

drive
 

consumption
 

growth 
 

that
 

i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

industrial
 

structur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digital
 

economy .
 

Secondly 
 

this
 

paper
 

selects
 

data
 

from
 

2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uses
 

cluster
 

analysis
 

to
 

describe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each
 

city
 

and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growth
 

rate
 

of
 

citi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digital
 

economy
 

index
 

level
 

of
 

the
 

first-tier
 

c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four-tier
 

cities 
 

bu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ifth-tier
 

c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far
 

exceeds
 

that
 

of
 

the
 

first-tier
 

citie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tting
 

situ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growth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growth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relationship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cities
 

with
 

a
 

relatively
 

high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dex
 

have
 

not
 

clearly
 

shown
 

a
 

corresponding
 

good
 

consumption
 

momentum.
 

The
 

paper
 

further
 

establishes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onsumption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full
 

sample
 

level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consumption
 

growth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lay
 

a
 

certain
 

role
 

in
 

promoting
 

consumption
 

and
 

stimulating
 

domestic
 

demand.
 

In
 

addi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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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upgrading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consumption
 

growth
 

by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ut
 

this
 

mediating
 

effect
 

has
 

cert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at
 

the
 

path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ffecting
 

consumption
 

growth
 

is
 

blocked.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eastern
 

region
 

has
 

reached
 

a
 

certain
 

height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tructural
 

mismatch
 

problems
 

in
 

promot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Further 
 

this
 

research
 

us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o
 

test
 

the
 

eastern
 

region.
 

The
 

test
 

results
 

fin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have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digital
 

economy s
 

impact
 

on
 

consumption
 

growth 
 

and
 

whe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nditures
 

are
 

higher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nsumption
 

will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at
 

is 
 

there
 

will
 

be
 

a
 

regulated
 

intermediary
 

effect.
 

This
 

shows
 

that
 

increasing
 

the
 

expenditur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help
 

correct
 

the
 

blocked
 

path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make
 

the
 

intermediate
 

path
 

for
 

the
 

entir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unblocked.
 

Finally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ting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article
 

conduc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fluencing
 

consumption
 

growth 
 

and
 

makes
 

reasonable
 

adjustments
 

to
 

the
 

path
 

of
 

obstruction.
 

This
 

provides
 

an
 

effective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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